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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

在联邦德国的实践

张胜洋　邵赤平

　　自 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以来,特别是战后初期,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生活、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总体调
节,成为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克服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增长的对策。其理论奠基,乃 J·M·凯恩斯的《就业、利
息与货币通论》。可是,联邦德国有别于欧美其它国家,不论其理论导向,还是政策实践,都具有独特之处。就
经济理论而言,凯恩斯主义在战后联邦德国没能占据主导地位。德国经济理论家,特别是“弗莱堡学派”,沿袭
德国的研究传统,结合战后德国经济的具体情况,创建了“社会市场经济”学说,将经济自由思想与社会国家观
念结合起来,成为德国“经济奇迹”的理论支柱。从经济政策实践来看,经济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
但是 60年代末期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联邦德国得到了实际应用。这种以“总体
调节”形式出现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实践,对于联邦德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不论是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抑
或是从经济学说的观点,都具有重大意义。至今,德国各政党经济政策争论的焦点之一,仍然是国家是否必须
干预经济过程,以减轻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达到充分就业。特别是在德国统一后,
面对东部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完全依赖市场经济的动态发展,还是必须充分发挥国家控制与引导经济发展
的积极作用? 这不仅应从学术研究上予以明辨,而且对经济政策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主旨在于,从“社会市场经济”政策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联邦德国的交替入手,阐述凯恩斯主义

“总体调节”新经济政策在经济危机时的地位与作用,并给以简要评价。

一、从“社会市场经济”转向“总体调节”经济政策
11“社会市场经济”的失灵
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直到 60年代末期才得以在联邦德国实施,其主要原因在于,战后初期联邦德国不具
备实施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前提。联邦德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不是消费需求不足,而是处处存在着的追补
需求。由于工业设备在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生产潜力的扩充与追加没有得到相应跟进,各经济部门都存在
着大量追加投资需求。因而,经济政策的重点,必然以促进经济增长为宗旨。“社会市场经济”理论适应这一客
观需求,以经济秩序理论为这种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强调,一种进步的社会经济
体制,必须将古典经济理论中的经济自由思想与现代的社会国家观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只有以
竞争为基础的经济自由思想才能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只有社会国家观念才能达到社会公平与社会进步。从
50年代中后期开始,德国经济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整个 50年代 (除开 1958 年) ,联邦德国实际国民
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均在 5%以上,1955 年甚至达到 12%。从绝对值看,1952 年,联邦德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为
1727 亿马克 (按 1950 年的不变价格计算) ,1955 年增加到 2249 亿马克,1960 年更是达到 3094 亿马克,八年
内增加将近 80%。这是德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被广泛传播为战后德国的“经济奇迹”。
但进入 6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经济开始萎缩。1966 年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降到 219%, 工业生产
增长率只有 112%; 同时,通货膨胀率却上升到 315%, 总的就业人数也有所下降。危机来临的另一标志是厂商
对经济发展的前景不乐观。企业订货减少,商品库存积压增加,厂商的利润预期亦受到抑制。1967 年,经济状
况继续恶化,导致联邦德国发生了战后的第一次严重经济危机,迫使“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艾哈德领导的政府
下野。这次危机名为“艾哈德危机”,实质上是“社会市场经济”政策在德国发生的危机。①

21“总体调节”经济政策的产生与制度化
“社会市场经济”政策的失灵,使得联邦德国经济政策的转向成为必然;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联邦议会选举
中取胜,给德国经济政策的转向提供了条件;特别是联邦德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力的增强,为经济干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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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提供了物质基础。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政策纲领以及新的经济部长席勒执行的经济政策,旨在以凯恩斯
主义政策为基调,征服因为社会总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危机,以重新实现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
联邦德国是一个法制国家,为了确保“总体调节”经济政策能够得以顺利实施,必须制定相应的法规,以明
确规定国家对经济过程干预的程度与限度。值得特别重视的是联邦德国《基本法》中关于财政制度条文的修
改以及《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简称《稳定法》)的颁布。
传统的国家财政政策旨在达到财政收支平衡,具有顺应经济周期发展的特征: 经济高涨时,财政支出增
加,刺激需求,加剧经济的过热发展;而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财政支出相应减少,加深经济衰退的程度。与此不
同,逆周期的财政政策,试图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扩大公共财政支出,刺激总需求,以减轻经济衰退的幅度; 而
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则减少国家财政支出,抑制总需求,以减轻国民经济的过热发展,平缓经济周期性波动。
财政收入与支出平衡,可以通过高涨时的财政赢余与经济衰退时的亏空来实现。这样,既保证了经济相对稳
定发展,又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的目标。为了实现这种与经济发展积极协调的财政政策,1967 年,联邦议会通
过了修改《基本法》中关于财政制度条例的决议,即第 109条。新《基本法》第 109 条明确规定了国家各级行政
机构在执行财政政策时应遵循的原则。

1967 年 1月 8日,《促进国民经济稳定与增长法》出笼。这一法律,为联邦政府提供了一系列调节经济过
程的有效措施,通常被称为“第二基本法”。在《稳定法》中,明确规定了国民经济平衡发展应努力追求的四大
经济政策目标: 物价稳定、高就业水平、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以及对外经济平衡。为了能够实现经济政策目
标,《稳定法》赋予国家一系列经济政策上的干预手段和权限,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的总体
调节以及经济信息政策方面的措施。

二、“总体调节”经济政策的实践: 1967 - 1975 年
从 1967 年到 1982 年, 联邦德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两个尤格拉周期②: 从 1967 年到 1975 年为第一周期,

1975 年到 1982 年为第二周期。在不同的经济周期,因为社会经济的具体情况不同,“总体调节”经济政策也具
有不同的特征。
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周期性发展最终也
归因于总需求的波动。“大联合政府”执政以后,经济部长席勒的首要任务,便是采取经济政策措施加大国民
经济需求。为此,联邦政府于 1967 年 2月与 9月实施了两个促进经济发展的纲领:

(1)“经济促进纲领”。1967 年 2月,为了阻止总需求 (特别是投资品需求)的继续下降,联邦政府决定在联
邦预算中额外从事 25亿马克的投资性开支。资金分三期使用,重点是对建筑行业投资,直接与间接运用于建
筑行业的投资达总投资的 5916% ③。
但该纲领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原因在于:第一,使用的资金量太少,联邦的额外开支还不能弥补因财政亏
空而削减的支出;第二,联邦、州以及地方在财政政策上缺乏协调。联邦政府希望以膨胀性财政政策促进经济
发展,而州与地方则采取紧缩财政的措施,顺应经济周期的发展,抵消了国家追加投资的膨胀效应。

(2)“特别经济状况与结构政策措施”。为继续对经济过程进行膨胀性干预,1967 年 9月 8日,“特别经济
状况与结构政策措施”得以颁布。这一政策措施的重点在于活跃建筑投资,全部资金的 8117%投入了建筑行
业。
基于上述两个经济促进纲领,及对外经济带来的激励④,1967 年中期,联邦德国经济便走出谷底,经济迅
速回升并进入高涨,而且涨势越来越猛,越来越动态化。到 1969 年,经济出现繁荣景象:1969 年失业率降到
018%; 物价上涨的势头渐渐地得以缓和,保持在 117%左右的水平;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迅速得到恢复,
1967 年还为零增长,1968 年便实现了 518%的增长率,1969 年更是达到 715%。与联邦政府 1969 年的经济政
策目标相比较,实际实现的国民经济指数都比预期的要好。具体可见表 1。
　　　　　　表 1　　　　　　1969年政府的经济政策目标与实现状况 (% )

失业率 通货膨胀率 GNP 增长率 外贸顺差在GNP 中的比例

预期目标 110 210 4或 5 115

实现状况 018 119 715 116

　　国民经济繁荣发展的附带后果是物价迅速上涨,严重地威胁着货币价值稳定。1969 年以后,失业尽管仍
保持在较低水平,但通货膨胀却一年比一年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便要求宏观经济政策转向抑制国民经济总
需求的发展。这一系列抑制性经济政策的实施大致上可以划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开始实施抑制需求发展措施。在对外经济方面,联邦德国政府延长了 1968 年制定的《外贸保障
法》的应用期限。据此,国家可以增加出口税负,给予进口优惠。在国内经济中,也采取了部分控制总需求的措
施。1969 年 5月,根据《稳定法》规定,建立了“平衡经济状况准备金”,联邦与州财政为此提供了 29亿马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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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资金。此外,政府还下达指令,冻结联邦政府的部分开支,涉及资金 18亿马克。
通过上述措施,1969 年底至 1970 年初,联邦德国经济的过热发展暂时得到缓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有
所下降。但同时,物价上涨还在加快。1969 年 10月,联邦政府决定使马克升值,但未能阻止国外资本流入的势
头: 一方面,马克升值来得太晚; 另一方面,升值幅度太小,对美元的比价只提高 913%, 不足以阻止国外资金
的流入。这样,国内造成的以及国外引进的通货膨胀压力都很大。
第二阶段:1970 年 1月,联邦政府颁布了所谓的“稳定经济纲领”,以继续抑制总需求。其中的经济政策措
施,主要包括冻结与削减政府支出、增加“平衡经济状况准备金”的资金等,总共涉及 52亿马克的资金。这一揽
子措施效果仍不明显,不足以缓和需求膨胀:从 1970 年 1月到 5月,工业的开工程度仍然很高,工业产量也在
上升,尽管物价上涨在年中有所缓和,但劳动市场的紧张状况仍未明显改善。
于是,该年 7月,联邦政府颁布了“促进稳定与发展的经济政策纲领”。其措施包括:有限期地对所得税、公
司税征收附加税; 暂停企业设备与房地产的累退折旧方式。其目的在于抑制私人投资需求,附加税的紧缩效
果达 52亿马克。然而这一政策措施也没有能够根本阻止总需求的增加。国民经济的开工程度尽管略微降低
了一点,但仍然高于平均水平。相反,物价上涨在加速:1969 年的物价上涨率还只有 119%,1970 年便上升到
317%, 几乎翻番。最主要的问题是德国马克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定值过低,1970 年以及 1971 年初,流入德国的
国外资本源源不断。
鉴于以上情况,也为了减轻因国外资本流入而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联邦银行于 1971 年 5月作出决定,

终止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放开马克汇率,以期望马克升值,促进进口限制出口,阻止国外资本的流入。同时,联
邦政府也出笼了一套稳定国内经济的措施,主要包括: 限制动用一定的开支经费,限制联邦各级政府举借新
债, 增加联邦与州留成的“平衡经济状况准备金”资金,以抑制国家的投资与消费需求。这些措施牵涉的金额
达 70到 85亿马克。
第三阶段:1972 年,联邦政府决定进一步抑制需求的发展。首先在货币政策上采取了步骤,限制国外资本
流入,规定一定的资本输入必须得到许可。此外,还实施了两个抑制需求的经济政策纲领。1973 年 2月出笼的
经济政策纲领,提高了原油税,削减了特殊投资补贴,废除了企业将贷款利息从税务中扣除的规定。在所得税
的征收上采取了三项措施,以限制私人投资需求的膨胀,包括: 对所得税征收 10%的所谓稳定附捐,期限为一
年;强制发行稳定债券;取消不动产的累退税收。通过这些措施,减少了 75亿马克的私人购买力⑤。但是,仍未
刹住需求的膨胀,因为它们实施太迟、见效太慢,而且剂量不够。

1973 年 5月,联邦政府又出笼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措施,以阻止国民经济需求的继续膨胀。包括二月经
济政策纲领的延续,以及一系列特别需求政策措施,例如冻结“平衡经济状况准备金”资金、限制联邦财政贷
款、减少财政补贴以及削减财政开支等,总共涉及到 8116亿马克的资金。这一措施是 1969 年以来最为广泛的
需求调节纲领。其效果非常显著:年中,经济的过热发展便开始得到缓和。特别是物价上涨得到了控制,第二
季度的通货膨胀率还达 713%, 第三季度便降到 619%;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也在放慢,第二季度为 5%, 第三
季度为 417%, 第四季度降到了 3%。

1973 年秋的石油价格暴涨给联邦德国经济带来严重影响: 能源价格变化使得许多生产设备陈旧,为了能
够继续利用这些受到“供给冲击”的设备,必须提高物价;而与此同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却在下降。此外,原
油价格上涨也部分地使得国内的购买力外流。
鉴于国民经济的不利发展,联邦政府于 1973 年底作出决定,终止五月纲领中大部分调节需求的政策措
施,以增强国民经济的购买力。但是,1973 年底至 1974 年初,德国经济处于严重衰退的开端: 开工率不断下
降,1973 年还平均达 9715%,1974 年便降到了 9510%。在这种情况下,联邦政府于 1974 年颁布了两个特别经
济纲领,投入资金达 18亿马克,以推进经济发展。可是效果不明显:1974 年,失业率平均达 215%, 比上一年翻
番; 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保持在 619%的高水平; 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只有 012%, 第四季度还出现了负增
长⑥。

三、“总体调节”经济政策的实践: 1975 - 1982 年
自 1975 年开始,联邦德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尤格拉周期。与此相适应,“总体调节”经济政策也具有新
的特征。鉴于高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不仅要以就业为目标,而且还必须保证货币价值
稳定。为此,联邦德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促进投资、促进需求的纲领。
第一,为改善劳动市场,联邦政府制定了“促进建筑投资与其他投资纲领”,政府投入了 5115亿马克的资
金,以活跃投资需求。其中,80% 的资金用于建筑业。
第二,为了尽快解决由于结构转变而带来的问题,政府自 1976 年来制定了一系列的劳动市场政策,包括
劳动创造措施⑦、职业培训等。
第三,制定“未来投资纲领”。这一措施有以下 4点值得特别注意: (1)纲领措施的时间跨越度长达四年半

(1977 年初到 1981 年底) ; (2)纲领中的措施涉及到经济增长政策、环境政策以及经济结构政策; (3)该纲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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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了对外经济的因素,被认为是“联邦德国为活跃世界经济发展”而作出的贡献; (4)从纲领中的资金运用来
看, 80%的资金用于建筑部门。
第四,颁布了“联邦政府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决议”。这一决议旨在改善私人与国家的投资需求。运用
的资金达 14316亿马克,全部通过联邦借款来资助。该政策决议中的措施在 1978 年初便产生效果。
第五,针对投资品需求出现停滞的现象,1978 年 7月联邦政府制定了“加强需求,改善经济增长的决议”。
该决议有三点内容值得一提: (1)这些措施极为明显地体现了国际协调的经济政策,其目的是要征服全球性的
高失业; (2)该纲领的融资方式也极为特殊: 为了避免公共债务增加,部分财政资金通过提高流转税来筹集;
(3)该纲领也包含了一系列不具有总体效应的经济政策措施,如增加研究与发展新技术的支出、给予中等企业
的科研与开发补贴以及其他一些社会性的政策措施。

70 年代末期,联邦德国经济的发展有好有坏。起初,劳动就业状况有所改善,失业率从 1978 年的 413%降
到 1979 年的 317%。尽管地区之间的差异很大,但总的情况在好转⑧。但是以后,经济发展开始减缓,特别是第
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使得经济结构调整问题更加突出。与此相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从 1979 年的 4%下
降到 1980 年的 115%。相反,通货膨胀率则从 1979 年的 411%提高到 1980 年的 515%。这样,1979 年与 1980

年的联邦德国经济,明显地具备滞胀的特征,这一情况直到 1981 年仍在继续。
1980 年,联邦政府没有制定特殊的经济发展纲领,只是在财政政策方面出于合理征税的目的,于 8月颁
布了《1981 年税务减免法》。这时,经济决策人普遍认为,国民经济发展只有通过长期经济发展战略才能解决。
1981 年 9月,联邦政府通过了 1982 年联邦财政与 1981 年到 1985 年财政计划的决议。尽管决议中的许多措施
被认为是以供给为主导的经济政策,旨在改善私人投资的宏观条件,但其中许多措施也明显具有调节需求的
“总体调节”政策特征。这些措施主要包括: 提高累退税率,提高房地产折旧最高数额以加强建筑业的投资意
向。值得重视的是,这些措施不是通过贷款来资助,而是通过削减联邦财政开支以及增加税收来实现的。但
是,决议中的经济政策措施也不能阻止投资需求的下降;私人经济对投资品的需求 1980 年还高达 2827 11亿
马克,1981 年便降到 2717 13亿马克,1982 年更降到 2593 19亿马克。由此证明,调节需求以稳定国民经济发
展的政策宣告破产,必须另求它径。

四、“总体调节”经济政策评议
从 1967 年到 1982 年,联邦德国实施了 15年的“总体调节”经济政策措施,试图维护国民经济稳定发展。
但是从“总体调节”经济政策的实践过程和效果来看,这一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在其实施过程中,存在
着许多不尽人意之处。
第一,联邦德国的“总体调节”政策在膨胀性措施与紧缩性措施之间存在着量上的不均衡。在政策实施的
整个过程中,膨胀性措施运用了 772155亿马克,而紧缩性措施只花费了 391105亿马克。如果从阶段上来看,

前一阶段紧缩性措施重于膨胀性措施;第二阶段相反,只运用了膨胀性措施,根本没有紧缩的余地。
膨胀性措施之所以得到偏重,是因为它比紧缩性措施更易于被接受,这也说明为什么 1974 年以后膨胀性
政策措施还可以继续得以实施。膨胀性措施产生的分配效应 (例如税收减少与支出增加)直接地可以感触到,
而债务增加所引起的不良后果只是在较长时间以后才会出现。
第二,“总体调节”政策只运用了少数几种手段。例如膨胀性措施使用的 772155亿马克资金中,249 亿马
克用于提高国家投资支出;173 亿马克用于对私人经济的投资补贴; 改变折旧政策带来的税务减轻仅仅 44亿
马克;修正所得税法,例如提高免税额、降低税率等,占去 307亿马克。
紧缩性措施也是分重点进行的。在总共 391105亿马克中,178 亿马克来自削减与冻结国家财政支出;70

亿马克用于建立平衡经济状况准备金;103 亿马克来自征收所税附加税; 只有 40亿马克来自其他方面的紧缩
性措施⑨。
第三,“总体调节”政策措施的效果并不特别明显。这点在前面论述两个时期的实践过程中已作了较为详
细的说明。“总体调节”也没有对外经济方面的保障,特别是 1969 年到 1973 年,国外资金流入严重影响了这些
措施的作用。汇率放开以后,石油危机又给经济带来一系列的调整问题,引起严重的就业危机。以举债为主要
手段的需求调节已经不能解决危机,相反,它却导致公共债务增加,引起利率提高,影响投资与就业。
第四,“总体调节”产生了公共债务增加的严重后果。联邦德国 70年代下半期增加的公共债务很大程度上
与经济状况发展没有关系,而是靠国家举债的形式获得的。也就是说,它们绝大部分是结构性的财政赤字。
1979 年到 1982 年,联邦德国的结构性财政赤字在财政赤字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均达 50%以上。结构性财政赤
字的影响,表现为金融市场负担的增加。国家举债并不只是简单地取代私人经济对储蓄的占用,它还会引起
利率的迅猛提高,严重影响具有利率弹性的投资。长期来看,也加重了劳动市场的负担。此外,国家财政状况
的恶化导致了通货膨胀与税务提高的预期,从而使得投资环境变坏,对就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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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联邦德国公共债务变动情况

年份

公共债务 新　　债 利息支出

数量
(亿马克)

在 GDP 中的比重
数量

(亿马克)
在 GDP 中的比重

数量
(亿马克)

在 GDP 中的比重

1966 930.5 19.1 58.2 1.2 43.7 0.9

1968 1 171.2 22.0 107.1 2.0 56.5 1.1

1970 1 258.9 18.6 64.9 1.0 67.9 1.0

1972 1 560.6 18.9 153.8 1.9 87.7 1.1

1974 1 923.8 19.5 224.6 2.3 124.4 1.3

1976 2 966.5 26.5 467.5 4.2 178.1 1.6

1978 3 708.1 28.9 406.5 3.2 217.5 1.7

1980 4 868.1 31.3 537.6 3.6 293.5 2.0

1982 6 148.2 38.5 686.0 4.3 448.8 2.8

1983 6 717.1 40.1 561.6 3.4 511.4 3.1

1990 年 10月德国统一后,鉴于经济上的重重困难,政府采取的某些经济政策措施也不无国家干预经济
的痕迹。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联邦政府执行的两项政策措施:即“德国统一基金”与“东部复兴计划”。但是解决
东部经济发展问题,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也很难获得成就:
第一,在原东德转向市场经济后,其高失业并不是因为经济周期发展而导致的后果,不能用经济周期政策
来解决。这类失业的原因主要是: (1)计划经济中形式上“完全就业”政策的取消; (2)原东德经济的结构调整;
(3)许多原东德企业在货币转化过程中债务以 1∶1的比例兑换,支付能力受到严重削弱,当国家发放给企业
补贴减少的时候,产生严重的企业倒闭与失业; (4)以前臃肿的官僚机构的简化增加了劳动市场的负担。
第二,鉴于原东德的结构性失业,以膨胀性举债资助的措施来进行“总体调节”,将不会取得预期效果。相
反,还会导致公共债务的持续增加和利率上涨,加重金融市场负担,影响企业投资。
第三,系统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总体调节”也存在着一种风险。这样的措施必然将一部分企业纳入公共订
货,使这些企业受到国家经济政策“停停走走”的影响。
第四,因为对外经济的紧密联系,单独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行不通。德国还必须与其他贸易伙伴特
别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协调经济政策。在实现欧洲统一市场以后,这样的政策协调尤为困难。
总之,在联邦德国,曾经高奏过经济自由主义的凯歌,也曾经高举起过凯恩斯主义的大旗。每一种经济政
策在特定的条件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经济高涨,带来繁荣; 但是,在经济发展条件变化后,又都会失灵。
这也决定了凯恩斯主义在联邦德国的兴起与衰落。同样,在德国统一以后,尽管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但这
种危机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类型的危机,因而也不可能以单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来治理这
种危机。

注释:
①⑥张胜洋:《战后西德经济》,134～ 136、102 页,三民书局,1991。
②在经济理论中有许多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其中最常用有基钦周期 (波长约为 315年)、朱格拉周期 (波长 11 年左
右)、库兹涅茨周期 (波长 25年)以及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波长 50到 60年)。
③⑨霍斯特曼:《总体调节与中等企业》,123、176 页,德文版,巴登—巴登出版社,1991。
④因为马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定值低,德国的对外经济发展一直非常有利。1966 年贸易顺差还只有 8118亿马克,到

1967 年便增加到 23216亿马克,几乎翻了两番。参见霍斯特曼,《总体调节与中等企业》127 页,德文版,巴登—巴登出
版社,1991。
⑤波罗夫斯基:《1969 到 1982 年的德国》,102 页,德文版,汉诺威出版社,1991。
⑦劳动创造措施这一政策手段,一直沿用到今天,被德国政府作为征服劳动市场危机的主要政策手段。其目的在于通过
国家在宏观设施等公共领域进行投资改善经济的总体结构与私人经济的投资环境和创造就业,以解决劳动市场的紧
张状况。
⑧1979 年 4月,北莱茵—威斯特法伦的失业率达 417%, 下萨克森与不来梅的失业率也高达 416%, 而巴登—弗藤堡州
的失业率只有 211%。

(作者单位:德国 FAG 集团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
(责任编辑:曾德国)

·701·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